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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际大变局与逆全球化背景下，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基础和前提。基于跨国和跨省数据
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居民消费的 ＧＤＰ 占比偏低是中国供求失衡、增长乏力的根本症结。这一方面是因为
中国家庭收入占 ＧＤＰ 的份额较低，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低 ２０多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受边际消
费倾向递减、贫富差距居高不下及社会保障不足的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行，目前已经低于 ＯＥＣＤ的平
均水平。省市层面，云南、甘肃等地区因家庭收入占 ＧＤＰ 的份额相对较高，其消费占比显著高于北京、天津
等省市。政策模拟显示，消除与 ＯＥＣＤ的收入份额差距可使居民消费 ＧＤＰ 占比提升 ２３ ３８％，是消除消费率差
距效果的 １１ ７倍。根据比较分析，仅仅 “保持居民收入与 ＧＤＰ 增长同步”显然不够，必须千方百计使得居民
收入增速快于 ＧＤＰ 增速，同时保持居民消费增速超过居民收入增速。相关政策建议包括：尽快全面取消户籍
制度，并推进城乡社保并轨，以提高或维持居民消费率；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以提升家庭

收入份额，尤其要强化对农村老人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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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供求失衡、消费不振的症结

增加国内需求 （＝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和创新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两个战略基点，也是应对汹涌
澎湃的逆全球化浪潮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的根本策略。① 考虑到长期以来一直偏高的国内投资率，以及不断

下行的投资回报率，扩大国内消费而非继续依靠增加投资便成为提升国内需求、畅通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学界和媒体一再强调：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

摆在首要位置。可以说，促进国内消费以恢复并保障供求均衡，是避免通缩风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中之重。

国内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大成分。根据ＷＤＩ数据，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
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显著偏低，同时政府消费在国内总消费中的占比显著偏高 （见图 １）。所以，无论是从必要
性还是从潜力方面进行考量，中国必须着力提升居民消费，而非增加政府消费。

６３

① 万广华、胡晓珊：《新发展格局下的国内需求与创新：再论城镇化、市民化的重要性》，《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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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 ＧＤＰ 占比 政府消费占总消费比重

图 １　 居民消费 ＧＤＰ占比和政府消费占总消费比重

　 　 针对如何增加居民消费这个重大问题，社会各界包括研究机构、智库和政府部门纷纷建言献策，诸多建
议中排在首位的大都可以表述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这个似乎具有共识的建议可能导致了中央政府提出保

持居民收入与 ＧＤＰ 增长同步的政策基调。但是，这个与直觉相吻合的共识值得商榷：如果增加居民收入是解
决国内需求不足、保障中国经济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关键，那么，居民消费偏低的问题本来就不会出现。

因为，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一直在上升，且其上升的速度和持续时间堪称人类经济发

展史上的奇迹。

图 ２　 中国人均消费支出、收入和 ＧＤＰ （以 １９７８ 年为
基期）

事实上，正是由于人均 ＧＤＰ 和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国内居民消费上升的速度，造就

了居民储蓄偏高、消费相对不足的结果，反映在宏

观层面上，就是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供需失衡

因此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如图 ２所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人均 ＧＤＰ 的差距较小，但随着经济增长和
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消费

与后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

具体而言，从 １９７８年至 ２０２２年，中国人均消
费、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均 ＧＤＰ 的年均增长率
分别为 ７ ３９％、８ ０８％和 ８ １６％，人均 ＧＤＰ （代表
国内供给）的增长速度比人均消费 （国内消费需

求的主要成分）高出了 ０ ７７个百分点，而且持续了四十多年。基于经典消费理论和消费函数，若将 ＧＤＰ 或
收入变量视为 “因”，将消费变量视为 “果”，则中国的供需失衡正是由相对更快的收入增长所导致，又怎么

可能通过增加收入来解决呢？

其实，盲目地建议增加收入以缓解或消除供需失衡与经济学理论乃至常识是相悖的。人们在贫困潦倒时

难以进行储蓄，即便进入小康阶段可以通过省吃俭用努力储蓄，但储蓄潜力有限，主要是因为生存性刚需的

存在。只有当刚需得到满足之后，额外增加的收入中的一部分才更有可能被储存下来。换言之，一般情况下，

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储蓄率会上升，意味着消费率 （＝消费水平 ／收入水平）的下降。这就是著名的边际消
费倾向递减原理，而中国经济失衡恰恰是由高储蓄率所引起的。据此进行推断，保持居民收入与 ＧＤＰ 增长同
步只能维持现有的失衡状态，无助于缓解更不能解决供大于求的失衡问题。从根本上说，中国必须想方设法

提升消费率：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消费；或在收入增加时，保障消费增加的速度大于 ＧＤＰ 和收入增加的
速度。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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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强调的是，国内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现象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就开始出现了①，但直到 ２００７年中国一
直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之后也能取得中速的增长，这无疑得益于全球化：一方面，中国通过大量资本品 （先

进机器设备等）的进口促进了国内的投资和技术进步 （即增加了国内投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了大

量的最终消费品，逐渐成为 “世界工厂”。正是资本品进口和消费品出口的不断扩张，帮助中国化解了国内

需求疲软和消费不足的增长瓶颈。

但是，２００８年就露出端倪的逆全球化浪潮②，使得成就东亚 （包括中国）奇迹的 “三高”增长模式———

“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在中国再也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正如万广华十多年前所预判的，以美国

为代表的阵营早已开始对中国实施围追堵截。③ 逆全球化和国际局势的恶化，无疑会导致外部需求的萎缩，具

体表现为与技术引进相伴的资本品进口和最终消费品出口增长的放缓，两者分别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拖累中国

的经济增长。所以，２００８年后的经济下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逆全球化和国际变局造成的。显然，中国的应对
之策只能是逐步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尤其要扩大国内的居民消费。④

根据上述讨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为：在动态上 （ＧＤＰ 增
长的情况下）保持消费的增速高于收入和 ＧＤＰ 的增速 （这意味着边际消费倾向的上升），或在静态上 （收入

或 ＧＤＰ 不变的状况下）增加消费 （这意味着消费率或平均消费倾向的提升），两者的结果都是 ＧＤＰ 中居民消
费占比的上升。这与通过 “去产能”消极地制约供给 （即拉低增长）以维持供求均衡具有相反的战略、政策

与实践含义。一言以蔽之，除非中国能够切实提高居民消费的 ＧＤＰ 占比，否则经济将越发难以循环，增长将
越发难以维持。

那么，如何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ＭＰＣ）和平均消费倾向 （ＡＰＣ）呢？依据经济学理论，在根本上决
定 ＭＰＣ和 ＡＰＣ的是消费行为，特别是消费习惯，而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一旦形成，在中短期是难以改变的。
比如，经历过诸如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的个体，大多生活朴素，收入增加后勤俭节约
的消费行为仍然难以改变，而并不富裕的 “月光族”“啃老族”的消费习惯或消费行为同样难以改变。也就

是说，在收入分配格局 （即不同个体或家庭所获得的收入份额）不变的情况下，提升 ＡＰＣ和 ＭＰＣ以扩大消
费相当困难 （尽管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环境恶化、经济增长下行、信心不足的大环境下。

但是，无论是静态 （给定总 ＧＤＰ 或收入）还是动态 （总 ＧＤＰ 增加或减少）下，不同的个体或家庭具有
不同的 ＭＰＣ和 ＡＰＣ。根据 ＭＰＣ 递减原理，ＭＰＣ 和 ＡＰＣ 与收入水平负相关，即穷的个体或家庭的 ＡＰＣ 和
ＭＰＣ一般来说高于富裕的个体和家庭。所以，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格局，即增加收入相对较低的个人或群体的
收入占比，无论经济增长为正、负或为 ０，均能够提升消费在 ＧＤＰ 中的比例。与此相反，如果收入分配格局
不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理的作用下，经济增长或收入上升非但不能带来消费在 ＧＤＰ 中占比的增加，反
而可能带来该占比的进一步下降，使得供需失衡更加严重。

遗憾的是，国内存在反对通过提升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诚然，经济增长不能通过增加消费而获

得，技术进步或增加要素投入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性驱动因素。但是，除非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能够用于

消费、投资或出口，否则市场将无法出清，经济将难以开启下一轮循环。也就是说，仅仅提升消费确实不能

导致经济增长，但在供求失衡、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大势下，增加消费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显然是中国恢复供求
均衡、疏通经济循环、保障经济增长的必要和前提条件之一。

基于上述背景和讨论，本文将使用跨国和中国跨省数据，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的 ＧＤＰ 占比。
更为具体地说：首先，使用跨国和跨省数据，本文展示中国以及不同省市的居民消费占比 （定义为居民消费

占 ＧＤＰ 的比重），消费率 （定义为居民消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收入占比 （定义为居民可支配收入

占 ＧＤＰ 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并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国家进行对比 （ＯＥＣＤ国家的发展水平是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共同富裕的目标）；其次，基于一个简洁的分析框架，本文将居民消费占比的变化或差异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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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经济研究》２００１年第 １１期。
万广华、朱美华：《“逆全球化”：特征、起因与前瞻》，《学术月刊》２０２０年第 ７期。
万广华：《２０３０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８０％》，《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１年第 ６期。
万广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均等和逆全球化》，第 １１９期鸿儒论道讲座，２０１８年 ３月 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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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为消费率和收入占比的贡献，以挖掘中国居民消费占比偏低的原因；最后，通过反事实分析进行政策模

拟，探讨提升居民消费占比的路径，并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分析方法和数据

（一）分析方法

本文的分析框架比较简洁，可以从居民消费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的表达式出发：

Ｒ＝
Ｃ
ＧＤＰ

＝ Ｃ
Ｙ
× Ｙ
ＧＤＰ

＝居民消费率 ｃ×居民收入占比 ｙ （１）

其中 Ｒ代表居民消费的 ＧＤＰ 占比 （简称消费占比），Ｃ代表居民消费水平，Ｙ代表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ｃ代
表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 （简称为消费率或者平均消费倾向 ＡＰＣ），ｙ代表居民收入的 ＧＤＰ 占比 （简称

收入占比）。

根据 （１）式，调整 Ｒ可以从居民消费率 ｃ和居民收入占比 ｙ两个方面入手。用下标 １和 ２分别代表不同
年份或不同地区，基于 （１）式，可以推导得到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区之间 Ｒ的差异的表达式：

ΔＲ＝
Δｃ ｙ１＋ｙ２C o
２

＋
Δｙ ｃ１＋ｃ２C o
２

（２）

其中，ΔＲ表示消费占比的跨年变化或跨区域差异，它有两个来源：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或差异 Δｃ，以及居民
收入占比的变化或差异 Δｙ。

此外，为考察消费占比 Ｒ的构成，我们对 （１）式两边同乘 １００ （以避免负值的出现），然后取对数：

ｌｎ（１００Ｒ）＝ ｌｎ（ｃ１０）＋ｌｎ（ｙ１０） （３）

（３）式可以用于考察消费率和收入占比对消费占比的贡献。
下文将基于 （３）式分析中国国家和省市层面以及 ＯＥＣＤ的消费占比的构成，并用 （２）式分解中国消费

占比的跨年变化和地区差异，以及与 ＯＥＣＤ的差异，旨在探讨中国消费占比偏低的原因。（２）式还将被用来
进行政策模拟，以回答如何提升居民消费占比这个重大问题。

（二）数据

本文使用两组数据，一组是 ＯＥＣＤ ３５个成员国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官网。另一组是中国
及其省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和各省市统计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需要说明的是，省市的
消费和可支配收入是分城乡公布的，本文利用城乡人口占比进行加总，数据涵盖 １９７８—２０２２年的 ２９个省市
（因为数据缺失，没有包括贵州和广西）。由于只涵盖 ２９个省市，故省市的描述性统计与全国的有所不同，但
使用两组数据得到的居民收入占比、消费率和消费占比的均值相差不到 １个百分点。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ＯＥＣＤ
居民收入占比 ６６５ ０ ７０３７ ０ ０９０６ ０ ３４３７ ０ ９２４０
居民消费率 ６６５ ０ ７３３９ ０ ０４２９ ０ ６７００ ０ ８５２６
居民消费占比 ６６５ ０ ５１６６ ０ ０７４４ ０ ２４１２ ０ ６８７４

全国

居民收入占比 ４５ ０ ４７５５ ０ ０５６１ ０ ４０１１ ０ ６２０６
居民消费率 ４５ ０ ７８６４ ０ ０６２７ ０ ６５８９ ０ ９００８
居民消费占比 ４５ ０ ３７６２ ０ ０６８４ ０ ２８６３ ０ ５１７０

省份

居民收入占比 １０６５ ０ ４８４３ ０ １１０３ ０ １４３４ ０ ９３９３
居民消费率 １０６５ ０ ７７７６ ０ ０７８５ ０ ５５０７ ０ ９９８２
居民消费占比 １０６５ ０ ３７７９ ０ １０２５ ０ １１５８ ０ ８６２７

由表 １可见，全国的消费占比均值仅为 ３７ ６２％，比 ＯＥＣＤ低了约 １４个百分点。虽然全国的最低消费占
比略高于 ＯＥＣＤ的最低消费占比，但最高消费占比仅为 ５１ ７０％，比 ＯＥＣＤ最高值低了约 １７个百分点。另一
方面，中国的消费率均值为 ７８ ６４％，略高于 ＯＥＣＤ，但前者一直在下降，而后者长期平稳 （见下文的图 ３和

９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８卷 ０４ Ａｐｒ ２０２６

图 ６）。就居民收入占比而言，中国比 ＯＥＣＤ低了约 ２３个百分点。

三、居民消费 ＧＤＰ占比及其构成：初步分析

（一）中国居民消费 ＧＤＰ 占比

　 　 图 ３　 中国居民消费、收入占比及消费率

图 ３展示 １９７８—２０２２年中国居民消费的 ＧＤＰ
占比、居民收入的 ＧＤＰ 占比和居民消费率。可以
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的 １９７８年，中国居民消费占
比仅为 ３９ ２２％，此后快速上行，于 １９８３ 年达到
样本期内峰值 ５１ ７０％；１９８３年后该指标呈长期波
动下行态势，２０１０ 年降至 ２９ ８２％的阶段性低点，
此后围绕 ３０％窄幅波动，２０２２ 年进一步回落至
２８ ６３％，不足 ２９％。

收入占比的趋势在总体上与消费占比类似，

尤其是在早期：１９７８年收入占比为 ４４ ４６％，同样
于 １９８３年达到样本期峰值 ６２ ０６％，１９８３ 年后进
入波动下行通道，与消费占比的变动节奏基本一致。但 ２０１０年后，两项指标的走势出现显著分化：收入占比
自 ２０１１年起企稳回升，２０２２年回升至 ４３ ０４％；而消费占比并未随收入占比回升上行，反而延续低位波动下
行的态势。这是因为消费率自 １９８８年达峰后，一直在波动中下降，尽管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期间有所稳定，但之后
延续了其长期下降的态势。消费率下降对消费占比的负影响超过了收入占比回升的影响，两者的净效应为负。

改革开放初期消费占比的上升完全是由收入占比拉动的，因为消费率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至 ８０年代中期
变化不大。众所皆知，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国家和集体所得基本固定不变）

和国家粮食收购价格的上升，决定了 ＧＤＰ 的增加大多体现为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这导致了收入占比的上升，进而拉高了消费占比。但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转
向城镇，虽然部分企业也实行包干制，但 ＧＤＰ 的增长更多地体现为企业积累和政府的收益，导致居民收入占
比一直在波动中下行。

有趣的是，中国的消费率直至 １９９６年都保持在 ８０％以上，１９８８年竟然高达 ９０％，之后一路走低，下降到
目前的 ６０％左右。早期较高的消费率意味着较低的储蓄率，是短缺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如前文所述，在穷
困的年代里，刚性需求旺盛，增加的收入大多用于改善基本生存条件，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改革

开放初期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介于 ０ ５８—０ ６３的较高区间。一旦跨越极端贫困阶
段，储蓄的可行性便开始增加，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强化，所以中国的消费率在 １９９７年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到
１９９６年的水平，逐步下降到 ２０１９年的 ７０％。２０２０年暴发了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使得当年的消费率成为整个
样本期的最低点 （６５ ８９％），导致消费占比再创新低，仅为 ２９ ５３％。特别重要的是，疫情之后，消费率延续
了其长期下行的趋势，２０２２年为 ６６ ５３％。

不难证明，当且仅当边际消费倾向 （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小于消费率 （也称为平均消费倾

向）时，消费率就会下降，反之亦然。消费率自 １９８８年起不断下降了三十多年的事实，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原理是吻合的，与东亚居民强大的储蓄动机也相吻合。当然，边际消费倾向不可能一直下降，所以消费率也

不可能无休止地下行。从理论上讲，当边际消费倾向达到其均衡点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较高的消费率

将逐步向相对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趋同，直到两者相等。从实证角度看，如果消费率长期稳定，就意味着两

者基本相等，达到了其均衡点，就像 ＯＥＣＤ那样 （见下文图 ６）。
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消费率是否已经达到均衡水平？从图 ３的趋势看，消费率还有可能进一

步下降，进而拉低消费占比，对提振内需带来极其严峻的挑战。

（二）中国省市居民消费 ＧＤＰ 占比
作为地域辽阔、人口规模巨大、民族文化最为丰富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各省市的消费状况必定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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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而探讨这个差异对于消费不振地区向消费相对旺盛地区学习，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图 ４是省市层面的箱型图。首先，黑点表示可以忽略的异常值。收入占比的异常值较少，消费率较多，
作为两者乘积的消费占比的异常值的个数居中，但全部在图的上方，表明相关省市的消费占比高出了正常范

围。其次，灰色竖线显示取值范围，而黑框显示置信区间，两者的长度表示相关变量的分布状况。可以看到，

省市间收入占比的差异较大，尤其是在早期 ［图 ４ （ａ）］，导致了较大的消费占比差异。但是，消费占比的离
散程度随时间有所下降，特别是 ２００８年后。该离散程度主要由收入占比的离散所导致，因为消费率的离散程
度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后文将对省市进行分组，探讨省市消费指标的差异。最后，由×表示的中位数代表相
关变量的趋势，它们基本上与全国的一致：消费率在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间和 １９８９—２００１年间呈 Ｕ型，之后直线下
降；在大多数年份，收入占比与消费率反向变化，使得消费占比的趋势相对来说更为平稳。

（ａ）省市收入占比 （ｂ）省市消费率

（ｃ）省市消费占比

图 ４　 中国省市消费占比、收入占比和消费率

　 　 图 ４稍显复杂，有必要进行简化，其做法之一是将省市分组。考察原始数据发现，收入占比较高的省份
大多欠发达，包括云南、河南、江西、湖南和吉林，而消费率较高的省份也多为欠发达的云南、甘肃、青海、

湖南和湖北。消费占比排在前面的省份里没有富裕省份，它们是云南、甘肃、江西、湖南和吉林，全是收入

占比较高的省份。与此相反，收入占比较低的省市是相对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福建；消费占比

较低的省市也多为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和山东。消费率偏低的省份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

和浙江。

因为不同省市在不同年份表现不同，而且在不同指标上的表现也不一致，所以，对省市进行分组比较困

难。为此，我们依据各省在消费率和收入占比阶梯上的位置分别进行排名，找出每年排名前 １０和后 １０的省
市，然后计算疫情前的 ３０年间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各省市排在前 １０和后 １０的频次。如果某省市超过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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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都在前 １０或后 １０，则将该省市划入在消费率或收入占比指标上表现较好或较差组。最后，如果某省市在
两个指标上都属于较好或较差组，那么该省市被划分为消费占比较高或较低组。基于上述步骤可以得到表 ２。

表 ２　 省市消费指标排名频次：基于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数据

序号 省份
消费率

前 １０频次
收入占比

前 １０频次 序号 省份
消费率

后 １０频次
收入占比

后 １０频次
１ 甘肃 ２３ ３０ １ 山东 ３０ ２７
２ 湖南 ２１ ２４ ２ 江苏 ２２ ３０
３ 云南 １６ ２８ ３ 北京 １７ ２９
４ 青海 ３０ １３ ４ 天津 １５ ３０
５ 宁夏 ２４ １０ ５ 山西 ２９ ８
６ 江西 ３ ３０ ６ 海南 ２４ １３
７ 吉林 ５ ２６ ７ 上海 １０ ２３
８ 湖北 １８ １２ ８ 河南 ３０ ０
９ 辽宁 １７ １０ ９ 西藏 １７ １１
１０ 黑龙江 ７ １９ １０ 江西 ２４ ０
１１ 重庆 ２２ ３ １１ 黑龙江 １５ ７
１２ 新疆 １５ ９ １２ 福建 ３ １８
１３ 四川 １４ ７ １３ 内蒙古 ５ １５
１４ 陕西 １６ ４ １４ 新疆 ６ １４
１５ 内蒙古 １５ ４ １５ 辽宁 １ １８
１６ 海南 １ １６ １６ 河北 １３ ２
１７ 西藏 ６ １０ １７ 陕西 ０ １４
１８ 河南 ０ １３ １８ 浙江 １２ ０
１９ 上海 １２ ０ １９ 湖北 ０ １２
２０ 山西 １ ９ ２０ 吉林 １０ ０
２１ 北京 ８ ０ ２１ 安徽 １０ ０
２２ 天津 ８ ０ ２２ 广东 ０ ９
２３ 安徽 ０ ８ ２３ 重庆 ０ ９
２４ 浙江 ０ ８ ２４ 宁夏 １ ７
２５ 河北 ０ ７ ２５ 青海 ０ ４
２６ 福建 ７ ０ ２６ 云南 ３ ０
２７ 广东 ６ ０ ２７ 甘肃 ３ ０
２８ 江苏 ５ ０ ２８ 四川 ０ ０
２９ 山东 ０ ０ ２９ 湖南 ０ ０

根据表 ２，消费占比较高组包括云南、甘肃和湖南，主要是因为这些省份的收入占比在大多数年份排在
前面。同样地，消费占比较低组的北京、天津、江苏和山东，也是收入占比表现欠佳的省市。图 ５报告这 ２
组省市与国家层面指标的离差。

（ａ）收入占比 （ｂ）消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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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消费占比

图 ５　 消费占比较高和较低省市相关指标与全国的离差

　 　 图 ５ （ａ）显示，消费占比较高组的收入占比离差显著为正，２００６ 年前普遍高出全国 １０ 个百分点以上，
１９９４年前后甚至接近 ２５个百分点，近年来虽略有下降，但仍然维持在 ５—１０个百分点的范围。相反，消费占
比较低组的收入占比离差显著为负 （低于全国水平），大部分年份低 ５个百分点，部分时期低 １０个百分点。
图 ５ （ａ）表明，高收入占比是支撑高消费占比的基础。

根据图 ５ （ｂ），两组省市在消费率上的离差小于收入占比，消费占比较高组的消费率比全国高 ２—６个百
分点，较低组则比全国低 ２—６个百分点，在少数年份还略高于全国。显然，消费率差异对消费占比的影响远
次于收入占比。

图 ５ （ｃ）展示消费占比的离差，它与收入占比离差高度相关：较高组的离差持续为正且幅度较大 （２００６
年前普遍高 １０个百分点，峰值超过 ２０个百分点），与收入占比离差的趋势也类似，近年来虽略有下降，但仍
然维持 ５—１０个百分点的优势。与此相反，较低组的离差持续为负，普遍低 ５ 个百分点，谷值接近 １０ 个百
分点。

图 ５佐证了图 ４的发现：收入占比是决定消费占比的关键因素，消费率虽然也起作用，但其影响程度和
稳定性有限。所以说，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比刺激消费意愿 （提升消费率）

更为重要和迫切。

（三）消费占比及其构成：ＯＥＣＤ与中国的比较
１ ＯＥＣＤ居民消费占比。

图 ６描绘 ＯＥＣＤ消费占比、消费率和收入占比。作为成熟经济体，ＯＥＣＤ的消费占比相对稳定，在疫情
期间也一直维持在 ５５％以上，尽管 ２０１１年后呈现微弱的下降趋势。这是由较高的消费率 （除了疫情期间，一

直高于 ７３％）和更高的收入占比 （７５％以上）共同导致的。疫情期间消费率有所下降，但同时收入占比有所
上升，使得消费占比保持稳定。有趣的是，ＯＥＣＤ收入占比在大多数年份与消费率的变化趋势相反，因此消
费占比总体上比较平稳。

图 ６　 ＯＥＣＤ收入和消费指标 图 ７　 中国指标与 ＯＥＣＤ均值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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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消费占比：中国与 ＯＥＣＤ的比较。

图 ７展示中国居民收入占比、消费率和消费占比与 ＯＥＣＤ样本均值 （排除疫情期间异常数据）之间的离

差，使用 ＯＥＣＤ均值是因为其长期趋势比较稳定。可以看到，中国的消费占比一直低于 ＯＥＣＤ均值，而且两
者之间的差异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就不断扩大，由 １９８３ 年的最小差异 （－５ ８１％）逐步扩大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２８ ８８％。这个扩大的趋势是由中国的消费率和收入占比双双下降所共同推动的。前文已经讨论过，消费率
的下降符合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理，与东亚偏好储蓄的文化也相吻合。但收入占比的显著差异难以解释，该

差异远比其他两个指标的差异大，由 １９８３年的最小值 （－１４ ６８％）扩大到 ２０１１年的－３６ ６３％，之后有所缩
小，但仍然保持在－３４％左右的高位。

在 ２００９年之前，中国的消费率高于 ＯＥＣＤ，这符合经济腾飞初期的消费行为———短缺经济时代的生存性
和刚性需求决定了中国居民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但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期起，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开始发生作用，老百姓开始增加储蓄，所以消费率不断下行。若以 ８０％的消费率作为划分标准 （只储蓄 ２０％，
基本等价于长期稳定的世界平均储蓄率），中国大约在 １９９７年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因为该年的消费率首次
跌破 ８０％。此后，消费率持续下行，２０１０年为 ７４ ９１％，首次低于 ＯＥＣＤ均值 （７４ ９５％），２０２２年 （６６ ５３％）
更是低于 ＯＥＣＤ近 １０个百分点。

显然，欲提振居民消费，必须深入发掘居民收入占比和消费率双双低下的原因。因为绝大多数居民是靠

劳动投入获得工资和收入的，故居民收入占比与劳动报酬占 ＧＤＰ 的比重 （又称劳动份额）高度相关。如图 ８
所示，中国的劳动份额在 １９９２年为 ５８ ６６％，随时间逐步下降到 ２０１１年的 ４６ ０３％。尽管后来有所恢复，在
２０２０年达到 ５２ ７７％，但仍显著落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例如，２０２１年，美国、德国和法国的劳动份额分别
为 ５８ ８％、６１ ４％和 ５９ ８％。因为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之和总是等于 １，所以，中国 ＧＤＰ 的分配中资本所得
是偏高的 （见结论部分的政策建议）。资本所得偏高既与货币政策有关，也与财政税收制度相关，它是导致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低于 ＧＤＰ 增速的重要原因 （见图 ２），使得奇迹般增长的红利没有充分被劳动人民所
分享。

图 ８　 中国劳动份额 图 ９　 中日韩消费率

　 　 至于偏低的消费率，有学者用勤俭节约的儒家文化来加以解释。但 ２０１０年后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低于同处
儒家文化圈的日韩。图 ９ 显示，日本消费率维持在 ６８％—７８％的区间 （２０２２ 年 ７８ ４３％），韩国则稳定在
７６％—７９％的区间 （２０１０年 ７９ ７２％）。显然，儒家为子孙万代积累财富的文化不足以解释中国消费率的低下。

与日韩相比，中国消费率低下有两个主要原因：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的不足。中国的基尼系

数长期高于 ０ ４６ （２０２０年为 ０ ４６８），显著超过日本 （０ ３３）和韩国 （０ ３５）。另一方面，日韩的社会保障虽
然不及北欧，但比中国健全。中国的社会保障不但力度不够，而且覆盖面欠缺，尤其是对农村户籍人口而言。

如 ２０２１年中国基本医保报销比例约为 ７０％，低于日本的 ９０％和韩国的 ８０％；此外，中国农民工参保率不足
６０％，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差距更是高达 ３倍以上。这些因素共同强化了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抑制了
消费。

３ 消费占比的构成：中国与 ＯＥＣＤ的比较。

根据前文的 （３）式，消费占比的对数可以表示为收入占比对数与消费率对数之和，图 １０勾画了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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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ＥＣＤ消费占比的构成。

图 １０　 中国和 ＯＥＣＤ消费占比构成①

　 　 不难发现，消费率是中国消费占比的主要成分，收入占比的贡献低于消费率，但该成分呈现随时间下降
的趋势。ＯＥＣＤ的这两个成分几乎相等。此外，中国和 ＯＥＣＤ消费率的对数值比较接近，尤其是在后期。所
以，中国消费占比偏低几乎完全来源于相对较低的收入占比。这一发现与前文的发现相一致，还将在后文的

分解中得到具体量化。

四、中国居民消费占比为何如此低

根据公式 （２），消费 ＧＤＰ 占比的差异或变化 ΔＲ，可以分解为两大成分：居民消费率的变化 Δｃ和居民收
入占比的变化 Δｙ。

（一）中国居民消费占比下降的原因

使用公式 （２）可以对中国的消费占比进行跨年分解，以考察其下降的来源，结果如图 １１所示。可以看
到，表示消费占比变化的曲线大部分在 Ｘ轴下面，对应其不断下降的趋势，最初 ５年和 ２０１３年后的 ５年以及
某些偶然年份例外。这些例外主要得益于收入占比的上升 （灰色柱在 Ｘ轴的上方）。事实上，不管是上升还
是下降，绝大部分年份的灰色柱都比黑色柱更长，表明收入占比变化是消费占比变化的主要来源。此外，三

个指标的变化直到 １９９５年波动较大，后期较小，意味着收入占比、消费率和消费占比逐步趋向稳定。

图 １１　 中国居民消费占比逐年分解 图 １２　 中国—ＯＥＣＤ的差异分解

５４

① 由于原始数值介于 ０与 １之间，直接取对数会产生负值。为便于解释并保持数值结构，我们首先将其乘以 １００，转换为百分比形式，
再取其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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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居民消费占比低于 ＯＥＣＤ的原因
因为 ＯＥＣＤ的消费指标相当稳定，我们以 ＯＥＣＤ均值为参照进行分解，结果见图 １２，可以看到，曲线总

是在 Ｘ 轴下方，对应中国消费占比始终低于 ＯＥＣＤ 的事实，而且这个差异随时间在增加，２０２２ 年达到
近 ３０％。

从来源看，收入占比的贡献始终位于 ０以下，而且大于消费率的贡献。中国的消费率直到 ２０１０年总是高
于 ＯＥＣＤ （所以其贡献在 Ｘ轴之上），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入占比偏低的影响。前文提到，这是因为短缺经
济时代的刚需所导致。大约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后，中国的消费率开始向 ＯＥＣＤ 趋同，２０１０ 年起低于
ＯＥＣＤ，自那时起较低的消费率和很低的收入占比两者相互强化，导致了消费占比的快速下降。

尽管消费率下降符合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但收入占比下滑才是拉低消费占比的核心动因。１９８３—
１９９９年期间，中国消费率虽高于 ＯＥＣＤ （贡献值始终位于 Ｘ轴上方），但其高出的幅度一直在缩小 （从＋８％
左右不断下降，直到转为负值）。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间，中国与 ＯＥＣＤ 国家的消费率差异在 Ｘ 轴附近波动
（±２％），但收入占比负向贡献持续加大 （２０１１年达－２７ ３５％），成为拉大消费占比差异的唯一因素。２０１１年
之后，中国消费率开始低于 ＯＥＣＤ，标志着消费率从帮助维持中国的消费占比，转变为拖累消费占比。

（三）中国省市间居民消费占比差异及其来源

为什么有些省市表现稍好，而另外一些省市表现不佳？如果落后省市能够提升到全国层面的水平，能够

在多大程度上提振消费？为此，以全国为参照，可以分解得到较高组和较低组消费占比差异的来源。

图 １３展示分解结果。整体来看，收入占比的贡献占据主导地位，消费率的贡献不但相对次要且不断波
动。在 １９９５年前后，较高组消费占比的差异中有 ２０％由收入占比引起 （图 １３ａ），虽然后期该贡献有所缩小，
但仍处于主导地位。相较之下，消费率带来的正向贡献虽然持续存在，但幅度有限，始终低于 ５％。

（ａ）较高组 （ｂ）较低组

图 １３　 较高 ／较低组与全国的离差分解

　 　 同样地，收入占比偏低是较低组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 （图 １３ｂ）。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间，收入占比的负向贡
献值约为－８％，远超消费率的负贡献 （－２％）。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５年后，收入占比的劣势有所改观，其对
消费占比差异的贡献从 ２０１８年起已降至－１％。消费率的负向影响则相对稳定，并在此段时期超过了收入占比
的拖累效应，成为拉低该组消费占比的主要因素。

综上，造成省市间消费占比表现悬殊的首要且根本性因素，在于居民收入占比差异，消费率差异的影响

相对较小。前文观察到的消费占比的收敛主要来源于近年来落后组收入占比向全国的趋同。因此，落后省市

提振消费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深层次的分配制度改革，以藏富于民作为其核心和目标。

将较高组以 ＯＥＣＤ为参照进行分解，可以考察即便所有省市的消费率和收入占比都与较高组一样，是否
能够达到 ＯＥＣＤ的消费占比。图 １４ 显示，在 １９９７ 年之前，由曲线表示的较高组的消费占比整体上是高于
ＯＥＣＤ的，不但因为居民消费率较高 （消费率贡献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前一直为正，峰值接近 １３％），而且
收入占比差距的拖累效应在 ２０００年前相对温和 （约－５％— －１０％），前者大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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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４　 中国较高组与 ＯＥＣＤ离差的分解

转折点发生在 １９９５年左右：消费率优势持续
削弱，到 １９９７年其正向贡献已不足以抵消收入占
比的负向拖累。此后，消费率进一步下行，于

２０１３年后跌入负值区间，至 ２０２２ 年为－３ ３５％。
与此同时，收入占比的下行趋势更为严峻，其负

向贡献自 ２０００年起持续加大，２００７年后大多维持
在－２０％以下，２０１１年甚至低至－２３ ４７％。因为消
费率难以提升，缩小并消除收入占比差距成为追

赶 ＯＥＣＤ的短板。即使未来能够将消费率提升至
ＯＥＣＤ均值，其所能带来的消费扩张效果有限。
所以，除非在初次分配阶段消除收入占比差异

（图 １４中深度负值区域），否则消费振兴无异于空谈。

五、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的 ＧＤＰ占比：政策模拟

以目标经济体为参照，使用公式 （２）进行模拟，可以量化三种政策选项的消费提升作用：仅提升收入
占比、仅提升消费率、同时提升两者。选项一是对应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深刻调整，要求把更多 ＧＤＰ 从政府
和企业部门分配给老百姓，同时降低资本的回报或增加劳动报酬。选项二是目前国家在大力推进的，仅仅刺

激老百姓多消费少存钱，不涉及国民收入的重新分配。选项三则是双管齐下，在调整 ＧＤＰ 分配格局的同时，
刺激居民增加消费或减少储蓄。

考虑到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和消费率不断变化，本文分别采用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以来全国的平均值作为

基准。目标经济体包括ＯＥＣＤ、日韩和中国消费表现较好省市。如前文所述，中国与ＯＥＣＤ的差异较大，在制
度和其他层面缺乏同质性；与日韩的差异居中，而且在文化、地理位置甚至消费习惯上具有相当的同质性；

与表现较好省市差异最小，而且具有很强的同质性。所以，ＯＥＣＤ只能作为长远目标，日韩可以作为中期目
标，在短期内则可以对标云南、甘肃和湖南。值得强调的是，中国面临比日韩更严峻的国际局势，百年变局

下利用国际市场进行经济循环越发困难，所以在长期上可能需要超越日韩。表 ３报告政策模拟结果。

表 ３　 政策模拟结果

目标经济体 政策选项或提升变量 提升幅度 （％） 人均消费变化 （元） 消费 ＧＤＰ 占比变化 （％）
以十八大以来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平均值为基准

ＯＥＣＤ
消费率 ３ ５２ ８１５ ２１ １ ５２
收入占比 ３３ ５６ １２８５８ １７ ２３ ９８
双管齐下 １４３０７ １０ ２６ ６８

日韩

消费率 ６ １６ １４２６ ３９ ２ ６６
收入占比 ２６ ５９ １０１８６ ４３ １８ ９９
双管齐下 １２４９１ ２７ ２３ ２９

中国较好省市

消费率 ２ ５２ ５８３ ９９ １ ０９
收入占比 ５ ９１ ２２６２ ６５ ４ ２２
双管齐下 ２９２６ ５３ ５ ４６

以十九大以来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平均值为基准

ＯＥＣＤ
消费率 ４ ６１ １０８４ ４１ ２ ０１
收入占比 ３３ ２３ １２６３５ ６７ ２３ ３８
双管齐下 １４５４８ ３３ ２６ ９２

日韩

消费率 ７ ２５ １７０５ ０７ ３ １５
收入占比 ２６ ２６ ９９８４ １５ １８ ４７
双管齐下 １２７１８ ３０ ２３ ５３

中国较好省市

消费率 ３ ６１ ８４９ ６１ １ ５７
收入占比 ５ ５８ ２１２０ ３４ ３ ９２
双管齐下 ３０７８ ７７ ５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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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的第三栏显示，十九大以来与目标经济体的收入占比差异较十八大以来有微小的收窄，但消费率的
差异却扩大了 １个多百分点。除此之外，两组模拟结果基本相同，它们均显示，提高消费率的潜力和效果有
限，而提高收入占比才是关键。以表 ３ 下方的结果为例：当以 ＯＥＣＤ 为参照时，消除收入占比差距
（３３ ２３％）可使消费的 ＧＤＰ 占比提升 ２３ ３８％，人均消费增加 １２６３５ ６７元；而去除消费率差距 （４ ６１％）仅
能拉动消费占比 ２ ０１％，人均消费增加 １０８４ ４１元，前者是后者的 １１ ７倍；在对标日韩时，收入占比的拉动
作用 １８ ４７％，是消费率作用 ３ １５％的 ５ ９倍；即便是对标国内较好省市，收入占比的拉动作用为 ３ ９２％，消
费率的作用仅为 １ ５７％，两者相差近 ２ ５倍。

从政策优先序的角度出发，在短期内，中国各省市首先应该对标云南、甘肃和湖南，将居民收入占比提

高 ５ ５８％，消费率提高 ３ ６１％，使得国内消费的 ＧＤＰ 占比上升大约 ５ ７０％。如果在中期对标日韩，需要将这
两个指标分别提高 ２６ ２６和 ７ ２５个百分点。而若在长期上对标 ＯＥＣＤ，则要求提升消费率 ４ ６１％，同时将收
入占比提高 ３３ ２３％。这些目标是全国层面的平均，消费占比相对较高的省市可以低于平均，消费占比较低的
省市，尤其是北京、天津、江苏和山东则要大幅提高这两个百分数。

显然，弥补消费率的差距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与 ＯＥＣＤ 相差 ３ ５２％—４ ６１％，与日韩相差 ６ １６％—
７ ２５％），可以通过加速城镇化市民化进程，也可以通过逐步将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与城镇接轨加以推进。但
从本质上讲，提升消费率需要扭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这在现实中比较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消

费率提升至日韩的水平，其对消费占比的影响仅仅为 ３％左右，不足以保障供求均衡。中国必须想方设法提高
居民收入占比。提高居民收入占比 ２５％以上无疑充满挑战，但这是解决供求失衡、畅通经济循环的重中之重，
也是保障中国持续增长的前提和基础。

在现实中，“双管齐下”（同时提升收入占比与消费率）是最有效的策略。当务之急是推进收入分配制

度、户籍制度、金融制度、税收制度、财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切实提高低收入群体 （尤其是农村

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 （降低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和家庭部门收入占比双双下降，导致了国内需求的严重萎
缩，是全球化的机遇帮助中国维持了供求均衡，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至少从 ２００８年起，逆全球化
浪潮和百年大变局开始冲击中国的 “高投资、高增长、高出口”发展模式，供求失衡越发严重，经济增长不

断下行。正是为了应对逆全球化和国际变局，中国于 ２０２０年出台了双循环发展战略，以解决供给侧的 “卡脖

子”和外部需求不足的问题。党的二十大以来，增加居民消费以保障供求均衡已经成为首要任务。

根据本文的研究，解决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消费的 ＧＤＰ 占比，仅仅 “保持居民收入与 ＧＤＰ 增
长同步”是不够的。这意味着在动态上或 ＧＤＰ 增长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的增速必须高于其收入和 ＧＤＰ 增速，
而在静态上或 ＧＤＰ 不变的状况下必须增加居民消费，同时必须压缩投资和控制政府消费。

增加居民消费的 ＧＤＰ 占比只能依靠两条路径：提高居民消费率和居民收入占比。提高消费率的关键在于
减少预防性储蓄，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特别是其在城乡之间的逐步接轨加以实现。目前中国社会

保障仍存在覆盖率和保障水平低等问题，严重制约居民消费。① ２０２０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仅占 ＧＤＰ 的 ３ ２１％，
远低于同期日本的 ２２ ０２％，韩国的 ８ ８５％和美国的 １８ ８％。

本文的分析表明，即便把消费率提升至日韩或 ＯＥＣＤ的水平，其促进消费的空间和效果均有限。所以，
完善收入分配格局以显著增加居民的收入占比是解决供求失衡的不二途径。鉴此，本文提出如下三个建议。

首先，要调整 ＧＤＰ 在三大经济主体 （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通过税收制度改革 （如提高个

税起征点并降低其税率）或调整国家预算 （如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或将国企的盈余用于强化农村社会保障），

以逐步恢复居民收入的 ＧＤＰ 占比至 １９８３年的 ６２ ０６％。这意味着企业和国家收入的增加要慢于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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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供求失衡、消费不振的症结何在

其次，要调整收入在资本和劳动要素之间的分配，可以通过引入资本收入所得税、利息税、房产税和遗

产税等加以推进。一般地说，劳动收入比资本收入更加均等，所以劳动份额或占比的提升 （即资本份额的下

降），会导致收入不均等的下降，进而在总 ＧＤＰ 或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促进消费。① 特别地，中国非金融企业
部门留成占 ＧＤＰ 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国家②，是高储蓄的重要来源之一，其受益者大多是资本所有者或高收入

群体，因此，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压缩企业储蓄有助于提高劳动份额。

最后，要增加收入阶梯下方尤其是农村 （而非城镇）群体和中西部 （而非沿海）地区群体的收入占比。

这可以通过提高低保线和城乡低保线的并轨来推进。需要指出的是，后两个建议旨在改善贫富差距，其消费

扩张效应依赖于户籍制度的改革或废除。③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 （重点）项目 “促进中国农村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及政策研究”

（７２４４２０１９）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研究”（７２５４１００１）的阶段
性成果。胡晓珊为本文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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